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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漫长农业
社会的产物，与中国乡土社会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互生互长，呈现为祖宗崇拜与地方性神灵信仰两
大系统。信仰层面的人神关系与实践层面的人人关系有着内在的同构性，具有显著的在地依赖关系，呈现为
“空间定位”的特征。城镇化从人地关系上对现有社会结构发起了变革，随着民间信仰主体从乡土向城镇的
转移，静态社会结构转向流动社会结构，基于中国民间社会的人地关系、人神关系的民间信仰方式必然发生相
应改变，由此呈现民间信仰的“空间错位”现象。因此，从空间定位到空间错位，构成了民间信仰方式在城镇
化过程中的核心转型过程，其最终所指就是一种超人际、超空间、社团化的信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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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对中国社会有一个界定:“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
开的了……半身插入土里。”在此背景下，“我们民族的神灵，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
疑是‘土地’神”。①插入土里的中国社会自然信仰着插入土中的神灵，这便是民间信仰“空间
定位”的基本含义。当下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乡村民间生活方式的民间信仰，伴随着无数信奉
者从农民转变成为城镇市民之后，它们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形态。换言之，乡村民间宗教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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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仰关系，如何能够转变为城镇市民生活中的信仰关系? 乡村民间信仰方式能否也有一个

城镇化变迁? 当固有祭奉方式改变，民间信仰之神圣关系能否改变，其对基层社会大众影响力

会否直接下降? 诸如此类疑问，说到底是一个“空间错位”，以及民间信仰如何重构为一种从
熟人社会进入城镇陌生人社会，尤其是那种超空间、超地域的信仰方式等问题。

一、民间信仰方式的“空间定位”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最为瞩目的无疑是城镇化的普遍推进。城镇化使传统的乡土中
国正转型为城镇中国。这种转变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除了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外，还蕴
含有精神层面的内容，表现为一种社会心态秩序、一种价值观念与一种信仰方式。乡村人口由
农村向城镇的大规模转移与聚集，其根源在人地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引起人与人、人
与自然在空间上的断裂与重组，另一方面导致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引起人们固有价值

观念的瓦解与重构。它基于人地关系呈现为空间转换，可谓民间信仰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民间信仰是一种人神关系受制于人地关系的社会信仰方式，地方特征明显，依赖于一定的

地域与空间安排，呈现出人与人、人与人群、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结构。为此，社会结构变迁、
空间位移和关系重组，必然会对民间信仰的存废、兴衰发生实质性的挑战。而“人地关系”与
“人群关系”引申出的信仰问题，祭祀圈与信仰圈的讨论较为典型，其论述了固定于一定地理
空间和人群，人们趋向于祭拜相同的神灵;地域关系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导致其信仰方

式，甚至是信仰对象的改变。这种现象，大到民族宗教信仰，小到村落家族亦多有相同之处。
尤其是在三教合一、多神信仰的中国乡村社会，这种信仰的地域性与空间性特征尤为明显。
中国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如费孝通所言“乡村里的人似乎总是附着在

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① 这种不流动和稳定性使得乡土社会是一种血缘、
地缘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信仰及其秩序的建构依赖于风俗习惯和家族关系的稳定，促
使中国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地方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自然而然表现出一定的空

间属性。这种空间属性使得民间信仰中的人神关系无不取决于人地关系，如信仰圈、祭祀圈形
态的出现，根据神灵的灵力来划分，以家庭为单位的有灶神，以村落为单位的有土地神，以县市

为单位的有城隍;或根据人们的交往半径来划分，这种划分往往与市集辐射半径相重叠。上述
区分实际上多受制于人地关系。一方土地一方神灵，有如世俗官僚体系大都有着自己的管辖
区域。因此，许多乡村人口流动出去后，还会回到原来的乡村住所、居住地拜祭自己原先信仰
的神灵，其认为在超自然世界里自己仍归属于出生的地方，彰显出中国人的“故乡”情节。
在民间信仰里，生老病死分别由不同的神灵掌控，因此，人的大小事宜都与神灵有关。远

离故土，在传统中国里是不幸的，死后不能落叶归根，更是被认为大不幸，灵魂会无处安放，成

为游魂野鬼。从而，人、土地、神灵的关系在中国人的信仰里有机结合在一起。人与人的关系
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今日不见明日见。这种关系的维系依靠“人情”“面
子”，是熟人间的知根知底。其不仅限于交往中的个人，更多的是个人背后的关系网络。以此
延伸出不看子面看父面，不看僧面看佛面。父子关系是这种网络的核心基点，其他关系都是对
父子关系的或延伸、或补充、或从属。整个亲属关系内的各种关系都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父
系。② 这种血缘宗族社会结构衍生出的宗教信仰即“祖先崇拜”。中国社会组织中血缘家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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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核心重要性，使得祖先崇拜在中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①表现在对敬祖收宗与忠君爱国的

秩序维护，从而为中国两千年较为稳定的封建大一统社会奠定了文化基础。以祖先崇拜为信
仰特征的血缘社会是稳定的力量，人与人、人与地较为固定的关系明显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人地
关系、人神关系的主要特征。
民间信仰的核心结构如人地关系、人群关系、神人之间的祭拜关系等都受到空间的限制，

在有限的空间内与足够长的时间中方能形成当下所呈现的关系模式。突然脱离某一地理空间
改变人地关系构成，意味着人神关系的中断。为此，人地关系成为人群关系、信仰关系中最根
本的影响因素。城镇化过程中对空间的安排大多建立在对空间的非神圣认识上。城镇开发者
认为空间只是一种非结构性、均质的地理概念。这种认识导致一些被民间信仰者认定为神圣
的空间被世俗空间所侵占，而一些现实空间反而被强行认定为“神圣空间”，造成信仰空间大
挪移。这种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巨大变迁是一种空间错位的挑战。
诚然，中国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也给民间信仰的空间实践方式以变化、调整的契机，

比如，在民间信仰从传统时代的公共性事务走向当代的私人性事务的过程中，民间信仰的公共

属性反而有被强化的可能。② 以村落为中心的各类祭祀圈的瓦解，民间信仰作为社会整合的
工具得以解放，原本对于村民来说信仰某一神灵是生而即有之义务，在空间关系转化后转变成

人们对信仰对象的自主选择。城镇社区的形成使原先单一的，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所构成的信
仰模式变得更为多样化，人地关系转化为人群关系，人神关系逐步成为人群关系的群体选择与

交往规范，进而成为当代社会所亟需的价值交往关系及其构成模式。人们基于相同的人神关
系或人群关系，超越固定的人地关系，促使其信仰旨趣构成社会关系的核心价值基础。
由此可见，人地关系变化引起空间转向，空间转向进而推动人群关系变换，促使人神关系

发生更大的变化，推动民间社会信仰关系变迁，形成城镇化过程中民间信仰变迁的内在逻辑。
就其空间特征而言，这种信仰结构的变迁逻辑可谓源自于其中人地关系、人神关系的空间
错位。

二、城镇化正在打破民间信仰“圈圈”

在已有民间信仰与城镇化等空间变化问题的研究中，“祭祀圈”“信仰圈”研究路径最受关
注。“祭祀圈”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将其界定为“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信
徒所属的地域单位”，③来分析宗教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基于此，台湾地区学者林美容提出“信
仰圈”，用以指“以一个神明及或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所形成的区域性志愿性的信徒组织”。④

一般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为:一是祭祀圈往往祭拜多神，而信仰圈通常以一神信仰为中心;二

是祭祀圈强调一定空间内成员的义务性和强迫性，而信仰圈则是一种志愿性组织;三是祭祀圈

相对封闭，地域范围较小，信仰圈相对开放，地域范围相对更大;四是祭祀圈突出庙宇和地理界

限，空间限制明显，信仰圈是一种信徒组织，空间限制相对较小。⑤ 不难看出，二者差异主要集
中在空间性和地域性，相对而言，祭祀圈的空间范围更小，多以“村”为单位，而信仰圈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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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关系的制约，空间性较弱，主要与“集市”相重合。这种基于空间为基础的研究，对于分析和
解释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变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其影响，学界曾有相关讨论。①

“圈圈”框架及其相关研究具有地域或空间特征，多指共同祭祀某一主神的民众所居住的
地域，以分析地域的村落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祭神的分布与人群居住的地区大致相

符，②主要用于解释民间信仰的地缘关系及其阶层性。然而，都市化、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圈
圈”理论的一大变因。急速发展的城镇化早已打破民间信仰及其空间实践关系。其中，都市
化、城镇化过程与旧有村落之间的转化关系，民间信仰与行政区划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以及
在现代城市社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当乡村村民转变为市民或公民后，这些以地方乡村社会
为其空间实践基础的民间信仰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型? 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已有的祭祀圈或信

仰圈研究难以作出回答。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祭祀圈理论现在已经解体，后祭祀圈研究的时代
已悄然降临。其可能的研究范式是:其一，以结构功能理论考察市场、宗族与村落祭祀三者的
共构关系;其二，以文化象征理论将村落祭祀视为民间权威的来源，探讨其与国家官方权威之

间互动的研究。③

现有对乡村社区公共生活空间变迁的论著研究表明，传统上由宗族和民间信仰形塑的公

共空间，更多地承受了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冲击。1949 年以来政府对各种“封建思想”，
包括父权、族权、包办婚姻等的批判动摇了父母高高在上的形象与孝道的神圣性，导致人们祖
宗崇拜和信仰世界的松弛。父母权威的信念随着祭祖仪式的消失而逐渐消失，民间宗教的衰
落使年轻一代再也没有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来世惩罚的恐惧。④ 一方面，乡村社会中
宗族功能的丧失，造成了由宗族和民间信仰建构的公共空间的萎缩;另一方面，现代化、城镇化
拉大了代际间差距，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及运作机制，加剧了民间信仰社会影响功能的转变。
就长三角区域民间信仰的发展与转型来说，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固有

的村社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出现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市场圈。无论对信仰的内部传说，还是对
信仰的外在祭祀结构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城隍庙的变迁令人瞩目，即市镇上的城隍庙建
设。商业化市镇及其行政区划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城隍庙祭祀系统。固有的省、府、县三级城隍
信仰体制，一地一庙、一地多庙的祭祀法则不得不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可以
说，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中城隍庙祭祀制度的变迁，就是民间信仰伴随城镇化过程而不断发生的

信仰关系转型，即使是江浙地区的五通( 亦称五显) 神、五猖神信仰等，也与城隍信仰一样，伴
随着城镇化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外，杨美惠有关民间信仰“礼仪经济”的研究成果，也揭
示了民间信仰的转型现象。其认为，礼仪经济涉及了人们与神祗、祖先、自然界的神灵，以及鬼
和魔鬼之间的交易和经济交换;它经常把物质和现世( Temporal) 的经济转移到来世的神界中
去，以一种祭拜诸神的形式来为“身后事”( Afterlife) 投资。通过礼仪活动，人们获得在市场经
济中工作的动力、生存的意义和报酬。市场之间的竞争常常因为宗教性( Ｒeligiosity) 而加剧;
个人、家庭、家族和地方社区竞相建造昂贵又奢华的祠堂、庙宇、坟墓和教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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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民间信仰伴随城镇化或市场化的发展，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型。比如风水信仰与城
市化的关系，城镇问题借着风水信仰中变易的正面价值，消解风水的阻力以推行城市化计划。
再有如拜祖宗、拜神，以及庙宇崇拜仪式三方面的习俗，也能够在工业化时代的建制中经历着
一个“压缩”的过程，这都说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宗教已经渐渐与传统社会结构分离，在城
市环境中展开了新的发展形式，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民间神祗才能发挥更大影响。① 其中的
问题是，当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实践主体，由村民、农民逐步转变为市民与公民之后，当神人
之际的信仰关系发生了改变，固有信仰的实践方式可能也会随之发生相应改变，那么，民间信

仰固有的实践方式是否能够适应城市生活? 特别要强调的是，具有建构与表达乡村社会秩序

功能的民间信仰，在城市生活中能否继续保持这一功能，或由此而出现功能萎缩?

三、空间错位:一个新的解释维度

就目前中国乡村结构的若干特征来说，在那些自然村、空心村、城中村、样板村中，人际关
系的原子化、私人化如何能够适应城镇化所导致的变迁，其问题的严重性已经非常突出。如此
构成了当前城镇化过程中民间信仰最一般的两个特点: 祭祀仪式空间化与信仰方式私人化。
这就意味着民间信仰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转型，大多体现为一种从私人化、空间化的信仰方式转
变为社会化、公共化的信仰方式。
城镇化不仅改变原有的空间格局、人口分布、资源分配、社会关系，对民间信仰方式的变迁

也带来直接影响。有关中国民间信仰的空间错位机制研究，主要涉及人地、人神、人人、村落交
往结构及空间分割等关系。民间信仰与城镇化的关系主要是人的城镇化，尤其是人神关系的
城镇化。不同于“物的城镇化”或“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涵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最重要的
四个方面是作为城镇化主体———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所发生的
重大变化。至于人神关系的城镇化问题，不仅是人的城镇化问题，更是人地关系的城镇化问
题。所以，城镇化过程中民间信仰方式的变迁问题才会得以构成，人的城镇化与民间信仰方式
的变迁等问题才会逐步突显。民间信仰中各种仪式专家曾有核心的地位与功能，其变化往往
就是民间信仰在城镇化过程信仰方式的变化;仪式专家的身份能否随之改变，也影响到民间信

仰方式的改变，导致固有的信仰仪式的转型，进而变迁为以“仪式经济”或“礼仪服务”为主体
的信仰现象。伴随着城镇化过程，不少村民转变为市民身份或者是移居于城镇之后，他们原所
祭祀的鬼神及其祭祀方式也相应发生改变，不得不经常返回原住地祭拜固有的鬼神，以保证人

地关系、人神关系之不断。此种情况下，原来的香头若未能进入城镇中为之提供服务，而城镇
里又无法直接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其祭祀鬼神或直接为之建庙，导致“阴间社会”并未随人间社
会的变化而变化，民间信仰的空间错位现象就会普遍呈现。
空间错位曾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以来

即引发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
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②然而，民间信仰的“空间错位”现象出自“空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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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传统。“民间社会”不仅是一个结构概念，更是一个空间概念，如果当下的民间信仰只局限
于“民间”这个空间，未予以时间化、社团化的建设，那么，当下民间信仰的复兴只是一种祭奉
仪式的复兴，只能在其固定的空间中发挥仪式专家与民间信众间私人化的关系及其祭神机制。
比较而言，如果这个空间并非乡村社会中那种固定的人地关系，而是现代城镇社会中人们依靠

职业、契约、现代团体、组织之间的身份交往关系，那么，民间信仰的无数大众一旦进入这样一
个城镇社会场域，又缺乏相应的如寺庙、神庙那样的祭祀空间，或是把固有的民间信仰空间转
换成为社会团体的信仰方式，就会构成民间信仰空间错位现象。人神关系开始分离、错位，难
以在城镇社会之中重新复位，成为城镇化背景下民间信仰最基本的转型问题。
一般而言，民间信仰及其崇拜组织往往是仪式专家的组织、大众仪式性的祷告及其地方庙

宇之间某种复杂的整合，并建立在对地方性的崇拜及地方主义理想之上。特别是这些民间的
“地方性崇拜将一种历史的地方性意义与神灵的超越性的权威结合在一起。这可能使得会众
形式的聚集盛行起来”，并且“……凭借着其自身的权威与地域性的等级，它们转而成为地方
政客的一种资源以及做出自主道德判断的基础”。① 此类与城镇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民间信仰
及其地方崇拜的发展、展演与强盛，大多与民间信仰地域崇拜中的地域性紧密关联，呈现为一
种地界的划分。正是这种划分使民间信仰“把内与外、保护与侵入区别开来，并通过地方性保
护神和孤魂来加以确定”。②它导致了祭祀圈、信仰圈等研究理论在民间信仰转型过程中失却
了原有的解释功能，这些民间信仰圈圈已经多少被城镇化过程打破了。③

一个促成民间信仰能够充分体现功能的传统地方或地方传统，大多包括了一个所谓的自

然村，简言之就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单位。风水的话语以及祖先和区域保护者节庆也
大都是确定一个聚落的手段，反映一个民间信仰的仪式地位。如何界定这个地方性与地方性
的仪式地位? 此乃民间信仰转型与城镇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便是民间信仰中非常重要的风
水理论，其中运用的许多风水观都由道教仪式和地方性节庆唤起或激活。“风水信仰说明了，
阳宅和阴宅的空间和位置都会对具体个人产生影响，可能带来好运，也可能种下祸根。如同时
间一样，在阴阳五行包含的神秘力量运作过程中，空间的因素也非常重要。”④特别是“风水的
逻辑是包容性的，缺乏明确性和固定性，但同样也易于引发纠纷”。⑤在风水中，公共区域包括
私人财产，二者皆为共占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这种包容而模糊的逻辑关系进入了城镇生活之
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明确且相对固定，风水理论再也难以盖天盖地、公私皆能包含于其中，形
成民间信仰空间错位的一个核心问题。民间信仰传统中有关地方的观念，或者是对环境的看
法，大多会因其他社会中介、人际关系的介入而增进或衰损。
民间信仰中有关地方的定义发生与祭神仪式中的分香问题紧密关系。祭祀仪式中的“分

香灰是把家户的仪式活动结合到一种更大的地域性单位中去……对于仪式单位的组织，包容
性是指在几个层次上加以组合，但没有最终的中心。如果我们排除掉作为在历史和制度上分
离开来的国家崇拜的组织，那么，他们既不是参加到一个单一的大一统的崇拜中去，也不是加

入到单一一个地域团体中去。即便如此，但这的确是一种逐渐达到一般化层次上的相互包容
的单位( 家户、区、节庆地域、城镇地域、起源的地区以及其移民的散居地等) 。这种包容既是
一种组织的手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又是一种象征的手法”。⑥可是，民间信仰中最根本
的是人与土地、山川祖宗等神明组合起来的地方空间关系，其象征性空间功能也只有在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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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大一统的崇拜中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倘若没有这样一个崇拜系统，民间信仰空间的变迁就

会发生空间的错位与断层。换言之，民间信仰也就无法真正超越固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及其人
地关系，在此基础上的人神关系也无法在城镇社区中展开同样的功能形式。这种空间错位对
民间信仰而言，也许是其所遭遇到的最基本的难题。

四、空间错位与人神关系转型

传统的民间信仰地位如同《孟子·梁惠王上》所陈述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
能”。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中国社会中的恒产最主要的就是土地; 而人与土地关系之难以稳
定，难在如何能够保证民间信仰中的人神关系能够永恒。民间庙宇是民间信仰祭祀空间的核
心部分，既是社会个体生死依托的场域，亦以民众可感知和理解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本源、意
义与归宿。空间关系发生变化，附着于其上的价值关怀随之变异、消失。于是乎，一些地方族
群的外出务工人员，倘若遭遇麻烦，便只好再回故土，请来熟悉的香头或巫师，给他们提供解释

或治疗。他们认为，神灵不离故土，离开就失灵。另外，也有些民间大众在异地城镇化后的居
住地，担心地下阴间的神灵关系发生混乱，影响世间日常生活，而为神灵们搬家、异地迁徙，或
把这些异地迁徙的神灵集中于一个大楼联合祭祀。
以往研究民间信仰及其祭祀方式最常见、独特之处，大抵在于对乡土庙会及其行动者———

民众人神一体及其造神逻辑的高度肯定，进而将乡土庙会视为与特定群体和地域相关联的社

会活动，以突破宗教、迷信、正祀、淫祀、一神、多神、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局限。中国的民间
信仰、乡土庙会等不能被置于西方宗教学话语框架之中、不能被置于“家”与“庙”二元结构框
架下予以阐释。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最引人关注的是对民间信仰、民间庙会中“神人一体”信
仰方式的论述。它以静态论述为主，忽略了对人地关系的变化所促成的人神关系变化的分析。
人神一体是“乡土宗教”的集中呈现，是日常生活的延续。以“家”为核心的宗族和以“庙”为
核心的宗教信仰，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还是被视为一个生活空间，始

终被委以重任。它们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人神一体还要人地合一，以此发挥前者的
功能，乡村空间才能被视为民间大众信仰的平台，神人才可一体，神俗才能自成一体。
在此类人地、人神关系结构中民间庙会与家庭祭祀中的人与神皆处同一空间，很容易能够

神人自成一体。可是，民间庙会、民间祭祀的空间关系变化之后，这个一体化的人神关系该如
何变化? 这就是民间信仰、民间庙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似乎不受“制度宗教”概念的制
约，而是传统农业文明形态所导致的民间信仰方式问题，也是古已有之的正祀与淫祀、正统与
非正统之分别所致，远非一个“扩散宗教”的概念就能予以解释。由此可见，常有的论述及其
研究中往往潜藏着一个更深的逻辑，即中国民间信仰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诉求，深受杨庆堃“制
度宗教”概念的制约，人们对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文化的认知，长期陷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
教、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冲突，认为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困境的有效途径。实际上，民
间信仰并非缺乏制度关系，而是制度并非其决定性因素。民间信仰所涉庙会及其各种以人地
关系为基础的信仰关系中，“恒产”与“恒心”的资源结构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信仰
的社会意义和民间神明信仰方式的优劣。人地关系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地关系分离，人
神关系就发生解体，在此之后，最能够形成决定性作用的是替代了人地关系的人群关系，而非

“家—宗族”与“庙—宗教”等空间问题。尤其是异地城镇化，人群关系变得格外重要，家族关
系、熟人关系，以及固有的风水信仰那种总体性信仰方式，在城镇之中难以决定其与神灵祭祀
的关系。人神关系通过新型的人群关系来体现。这些关系的变迁极大地推动了民间信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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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
值得讨论的是民间信仰、民间庙会的基本运作机制。依其传统，一定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

地理空间中，家族神灵方能神圣起来，人们才能聚合起来。一旦空间权力发生变迁，人们就会
扩散无缘。在此背景下，那些固定的神圣、神灵，以及他们与人的祭祀方式、庙会聚散方式，当
然也随之改变。空间权力不仅是家中过会、朝山庙会、乡间祭祀、游神的合法性问题，而是不同
空间在法律意义上的所属，最后才能界定民间信仰在家庙、庙会等方面的聚散关系。就此而
言，“扩散宗教”实际上并非民间信仰的核心问题。Diffuse 也可译为遍布、传布之意，这样，汉
族人所有的祖宗祭祀作为民间信仰，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信仰方式，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

形式支持正式制度的信仰方式。为此，国家祭祀、地方崇拜与家中过会、朝山庙会等，不存在根
本的矛盾与冲突。有国家祭祀才有民间信仰。这是一种对应、相互建构的信仰方式，或是反向
认同，或是社会学的双重性。任何一种民间信仰只要一旦被纳入国家祭典，就会转变为正式的
信仰方式。非遗、香火经济、家族复兴、农村文化、传统节日……历史上许许多多为“制度”所
把握之人神关系的变化与转换，皆为如此。所以，民间信仰在社会多方参与情况下，各种庙会、
仪式构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会剧场”。这些活动虽然被各个方面浓妆艳抹地展示出来，但
活跃其中的主角却是不同程度居上位的利益群体。民间大众对于民间神灵的信仰方式大多数
并非“内卷化”的传衍，而如春草秋虫般随遇而安，生生灭灭。
民间信仰一旦进入城镇化的陌生人社会之中，其基本信仰方式可能不再局限于空间定位，

而是体现不同人群的社区定位;不再局限于空间“扩散”，而是在被不同的社会系统把城镇空
间予以分割、分别独立后，各自构成相应的社团信仰方式或社团信仰群体了;不再是一个风水
信仰就能够呈现盖天盖地的总体信仰方式，而容不得其他任何异质元素的介入了。

五、结 语

民间信仰作为乡土中国的意义秩序，具有显著的乡土气息。虽不完全局限于乡村社会，但
总以乡村社会为主体，呈现为一种非流动性的“空间定位”形态，被学界以祭祀圈、信仰圈等加
以圈定;在一定的圈圈之内，人神关系是对人际关系的复制，人际关系受到人神关系的约束。
圈与圈之间界限分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神灵护一方人，人地关系成为人神关系的根源。
城镇化迅速将乡土中国推向城镇中国，人地关系发生巨变，静态社会转向流动性社会，各类
“圈圈”被打破，各类神灵成为游魂野鬼，究其根本，诸类现象背后无非源自于“空间错位”。
传统的城镇社会中也有不少民间信仰的寺庙，但其信仰人口并不局限于同一个宗族、村庄

和地域，而是以居民为主要信仰主体。换言之，当代城镇化引发的“空间错位”问题给民间信
仰带来的挑战，恰好在于如何突破根基于亲缘、地缘、宗族、乡规民约、亲属关系、山川神明等连
结起来的信仰方式，在于它最终伴随人地关系、人际关系，乃至土地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亲
属关系网络的重组而重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固有的人神关系如何超越以人地关系为核心
的空间关系，在错综复杂的“空间错位”实践中形成由“空间定位”信仰方式转为超空间、跨空
间的超人际和超社会的社团信仰方式。而这恰恰是城镇中国所需要配套的意义秩序。

〔责任编辑:郑珊珊 廖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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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System and Internal Logic of Central
Top － Level Design since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Zhang Yong

Policy is a“golden key”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s，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
velopment． At the macro level，China’s policy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dual imbalance”and
“one pole with multiple levels”． The top － level design polic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with the
decision － making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s the main body，is at the top level of the entire policy system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observe China’s reality and analyze China’s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four decades of re-
form and opening － up，the central top － level design has always been on the highest authoritative
decision － making position with a super － stable decision － making structure and inherent self － vital-
ity． Moreover，in the central top － level design system and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 making prac-
tice，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ruling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and
the Party building has always been strengthened throughout the central top － level design．

From Spatial Orientation to Spatial Dislo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 of Folk Belief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Li Xiangping /Yang Yang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 China，the Chinese society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As a product of China’s agrarian society with a long history，folk beliefs grew up together with Chi-
na’s rural society，which is a social structure with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s its core，
to present two belief systems: ancestor worship and belief in local go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in terms of belief and that between man and god in terms of practice have intrinsic iso-
morphism and are significantly dependent on each other，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spatial orienta-
tion”． Urbanization has initiated a change in the existing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
－ land relationship． As the subjects of folk beliefs relocate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and towns，the
static social structure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mobile soc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man － land rela-
tionship and man － god relationship in China’s civil society，the mode of folk beliefs will inevitably
change accordingly，thus presenting the phenomenon of“spatial dislocation”in folk beliefs． There-
fore，from spatial orientation to spatial dislocation，it constitutes a cor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mode of folk belief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which ultimately refers to a belief mode of hyper －
interpersonal and hyper － spatial corpo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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